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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员工的创造力不仅来自于个体积极的自我认知，也受益于组织中的人际互动。 基于自我

一致性理论视角，本研究建构了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模型，探讨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造力的影

响机制。 采用来自国内某大型企业集团 ７７ 个工作团队中的上司及其 ２９５ 名下属员工为样本，
使用 Ｍｐｌｕｓ 软件进行了多层次路径系数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１）核心自我评价正向影响员工

创造力；（２）创新过程投入在核心自我评价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３）工作社会支

持调节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创新过程投入以及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工作社会支持水

平越高，核心自我评价对创新过程投入以及员工创造力的促进作用越强；（４）创新过程投入中

介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社会支持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对企

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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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创造力（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是指产生新颖、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方法、流程的能力［１］。 此定义假设在各种类型的

组织中，无论任何职能和层级员工都可以表现出创造能力［２］。 大量的企业实践与学术研究成果表明，员工的

创造力对于组织保持灵活性以及成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与竞争至关重要［３］，能帮助实现个体、组织及

社会的目标［４］。 由于员工创造力的重要性，国内外很多学者探讨了个体及情境因素对于创造力的产生及抑

制的作用［４－６］。 其中，在个体因素方面，人格特质被认为是员工创造力极其重要和稳定的前置因素。 总体而

言，现有人格特质（如：大五人格、主动性人格）与员工创造力的研究，多基于资本理论视角（如：人力资本、心
理资本和社会资本）直接进行解释［４，５］。 其核心观点侧重于讨论不同人格特质的员工由于知识、认知能力和

模式、心理特质等因素的差异而直接影响了个体的创造力水平。
另外，从创新过程的视角来看，个体创造力的提升很难一蹴而就，通常都要经历相对复杂的过程［７］。 早

期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曾提出四阶段过程模型，他认为创新过程主要包括准备阶段、孵化阶段、启发阶段和查证阶段［８］。
Ａｍａｂｉｌｅ 则将创新的过程细化为问题识别阶段、资源储备阶段、产生解决方案以及检验方案有效性等阶段［７］。
Ｚｈａｎｇ 和 Ｂａｒｔｏｌ 在总结之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提炼了“创新过程投入”（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的概念，
具体分为“问题识别”“信息搜索和编码”以及“创意和可选方案的产生”三个阶段，并实证检验了创新过程投

入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作用［９］。
尽管已有人格特质和创新过程的研究在探讨影响员工创造力方面已经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仍有两

个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究竟什么人格特质更可能会影响员工参与创新的过程并最终提升了创造力？ 研究者认

为，由于组织中的创新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需要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之下挑战现状，因此积极主

动的人格特质通常能预测更高水平的创造力［１０］。 本研究将试图探讨核心自我评价（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Ｓ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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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理。 之所以选取核心自我评价，主要因为此人格特质构念代表了个体基本的自我能力及

价值评估，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对自我有更为积极的主观认知［１１］。 自我一致性理论 （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ＳＣＴ）认为，为了保持认知的一致性，较高自我认知水平的个体更愿意参与高强度、能体现自我价值的

任务［１２］。 基于此理论，本研究认为高核心自我评价的员工很可能更愿意参与创新过程等有挑战的工作，并且

促进了创造力的提升。
虽然个体人格特质可能会影响员工的创造力，但是此过程是否会受到不同组织情境因素的强化或抑制？

Ｓｈａｌｌｅｙ 等提出，个人特征可能会与组织情境特征相互作用共同预测员工的创造力［１］。 因此，仅仅考虑个体的

人格特质对创造力的影响，可能会忽略重要的边界条件。 自我一致性理论认为，与他人的互动可能会影响个

体自我认知累积的作用过程［１２］。 在组织情境中，员工通常会与自己的上司和同事产生高频人际互动，因此他

们的支持与认可很可能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具体来说，由于工作社会支持（ ｊｏ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代表了员

工在组织中获取的总体有益人际互动水平感知，很可能会增强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造力影响过程的效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通过调节和中介机制的整合，具体分析核心自我评

价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境下会提升员工创造力。 通过此研究，可以试图解释那些有更高创造力水平的员工有什

么不同，而组织中的人际互动对此能起到什么作用，从而为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理论与假设

１、核心自我评价与员工创造力

为了更有效地探究人格特质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影响，Ｊｕｄｇｅ 等整合了哲学与社会心理学等

领域研究，提出了一种宽泛的、潜在的高阶整合人格特质构念———核心自我评价，定义为个体对自我价值、能
力和效率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１３］。 Ｊｕｄｇｅ 等认为核心自我评价的人格特质需满足三项标准：聚焦于评估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基础性（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和广泛性（ｓｃｏｐｅ）。 基于此标准，自尊（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一般自我效能

感（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神经质（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和控制点（ｌｏｃ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这四项人格特质被筛选出来用于

整合描述核心自我评价［１４］。 一般而言，核心自我评价是一个基础性的宽泛概念，涵盖了对自身的总体评估而

不是对特定领域或特定时刻的个人价值感评估［１３］。 此构念自提出以来，受到组织科学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

注，实证研究发现其会对员工的态度与行为产生广泛影响，如：工作满意度、工作承诺、工作投入、工作绩效、生
活满意度及幸福感等［１３］。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核心自我评价当中每项人格特质都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但 Ｊｕｄｇｅ 等认为对这

四项人格特质进行简单地加总汇聚会产生相当大的冗余（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他们更倾向于将核心自我评价界定

为单维度的聚合构念，并专门开发了单维度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ＣＳＥＳ） ［１４］。 此量

表在测量时单个题项可以集成不止一个人格特质（如：题项“我确定我的生活将会发生什么”，同时包含了“自
我效能感”和“控制点”），相对而言更为简短（共 １２ 个题项）。 同时，由于是直接对核心自我评价进行测量，有
助于研究人员确定其效果是基于核心自我评价的总体而不是其中某一项特质［１５］。 总体来说，Ｊｕｄｇｅ 等开发的

ＣＳＥＳ 量表具有可接受的内部一致性（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重测信度（ ｔｅｓｔ⁃ｒｅｔｅｓｔ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以及收敛和区别效

度（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１４，１６］，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支持。
自我一致性理论认为，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取决于自我价值感［１７］。 当个体内化了积极的正面自我认知，会

更主动参与和寻求相对应的角色行为，从而最大化自身对于认知平衡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或一致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的感知［１２］。 由于个体会自然而然地追求认知的一致性［１８］，因此本文预测在组织当中高核心自

我评价的员工更愿意通过投入到有助于促进自我认知的行为（如：需要更多创造力的任务）当中来维护积极

正向的自我认知平衡。 具体来说，当员工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有较高的评估，他们通常更关注工作任务和环境

当中的积极方面，具有更多的自我调节与自我激励动机，从而保持并强化对自我的积极认知［１９］。 比如：主动

设置有挑战性的目标，愿意尝试新的方法、工艺或程序来改进绩效，有勇气和信念面对工作任务中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以及用积极的情绪来解决工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而不是因循守旧遵守惯例等。 而相比之下，核
心自我评估较低的员工可能更加保守和安于现状，对于任务和环境的评估更加消极［２０］，更不愿意面对高风

险、高不确定以及复杂性的任务。 根据自我一致性理论，这些员工更倾向于从事相对于难度低、容易胜任的日

常工作任务，而不会主动去面对困难追求更高的目标。 已有实证研究也表明，由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等特

点，个体积极的心理特质是员工创造力表现的重要前提［２１，２２］。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正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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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创新过程投入的中介作用

目前关于创新的研究大多聚集于行为或结果，而缺乏对于创新过程的关注［４］。 Ｇｉｌｓｏｎ 和 Ｓｈａｌｌｅｙ 曾指出，
具体的活动先于创新的结果形成了创新的过程，因此创新过程投入意味着迈出了创新的第一步［２３］。 创新过

程投入被定义为个体在行为、认知和情感上参与或投入创新的过程，包括问题识别（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信
息搜寻和编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以及想法与创意产生（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三个阶

段［２３］。 作为创新过程的起点，问题识别包括定义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相关的目标、程序、所受限制以及相关信

息等内容［２４］。 实证研究表明，在问题识别阶段付出更多的努力，将会有助于员工更准确地呈现问题以及形成

原始创意［２５］。 当问题识别之后，接下来就是要进行信息搜寻和编码。 信息搜索和编码的过程既要考虑现存

构想，也要有效利用历史和外部资源来促进生成新的构想［２５］。 高质量的信息搜索和编码，将有助于提升最终

的解决方案［２６］。 基于对问题构想的多方思量与延伸并对相关信息进行整合，最终触发了创新的想法和创

意［９］。 相关信息的集成与重构很可能会带来理解问题的新思路，而这种新思路的应用及深入探索有助于产

生一系列新的创新［２７］。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过程的三个阶段并不是顺序联接，而可能会产生多次循环往

复［２８］。 例如，信息搜寻在问题识别之前就开始了，但如果在产生备选方案时陷入了僵局，很可能需要重新进

行更多的信息搜寻。
自我一致性理论提出，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协调感和愉悦感，个体会不断寻求与自我认知相一致的行

为［１２］。 基于此理论，本研究认为高核心自我评价将有助于员工在创新过程中的投入。 首先，高核心自我评价

的员工更有动机和心理资源去投入于问题的识别。 通常来说，核心自我评价较高的员工自主动机更强［２９］，他
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多角度去理解问题，深入探索问题产生的根源及机理。 另外，自我评价高的

员工具有更强大的心理资源，在面对问题时更加积极正面，而对于负面刺激（如：低成功概率）相对不太敏

感［３０］，因此他们更勇于面对问题识别过程中的困难。 其次，核心自我评价会助力于员工进行创新过程中的信

息搜寻和编码。 高核心自我评价代表了更高的内在控制信念，当员工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想要的结果时，更
有主动性去从多个来源搜索与整合相关信息，并进一步进行编码而生成多个备选方案［３１］。 最后，核心自我评

价正向影响最终的创新想法和创意产生。 根据自我一致性理论，在组织当中员工会下意识根据工作业绩表现

来获取与自我认知相匹配的价值感。 因此，高核心自我评价的员工通常在达成目标与绩效上更加坚持不懈，
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形成最终的解决方案。 实证研究也表明，高核心自我评价会正向影响目标的设定和

达成［３２］。
创新过程投入代表了个体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试图产生创造性结果的过程［３３］。 通常而言，创新过程的

投入需要时间与认知积累，具体可能涉及诸如问题识别、环境分析、数据采集、潜意识行为以及生成、评估和实

施解决方案等［３４］。 相较于一般的工作任务或理性决策，创新过程投入需要关注难以界定的问题（而不是常见

的标准型问题）、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以及对信息进行整合重组［３５］。 Ｚｈａｎｇ 和 Ｂａｒｔｏｌ 认为，高创新过程投入意

味着员工在创新中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包括发现问题、获取信息、产生更多想法及替代方案等。 相较于在此过

程中投入少的员工，他们更有可能产生新颖的或有用的解决方案［９］。 因此，那些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寻求各种可能替代方案的员工更有可能产生创新，实证结果也支持了这一推论［３６］。 类似地，后续也有研究

者实证表明，创新过程投入可以有效预测个体的创造力［３７，３８］。
综上所述，并结合假设 １，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创新过程投入在核心自我评价和员工的创造力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３、工作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在组织情境中，工作社会支持是指从同事和上司处获得的有帮助的、可用于工作的社会互动总体水

平［３７，３８］。 Ｋａｒａｚｅｋ 和 Ｔｈｅｏｒｅｌｌ 认为，高工作社会支持不但有助于个体应对高强度的工作，还可以预防或缓冲此

类工作的潜在有害影响（如：焦虑等） ［３９］。 Ｖａｎ Ｙｐｅｒｅｎ 和 Ｈａｇｅｄｏｏｒｎ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工作社会支持会

增强个体达成高强度工作目标的内在动力。 这是因为在组织当中，同事和上司的器重与支持会让员工感知到

工作环境的愉悦感（ｐｌｅａｓａｎｔ）及收获感（ｒｅｗａｒｄｉｎｇ）。 特别是在高强度工作中，员工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能否

达成工作目标。 高工作社会支持不但增强了员工对于达成工作目标的信心，并且还促进了与他人相互关联、
能够获得帮助的感知［４０］。 工作社会支持的元分析表明，员工感知的高工作社会支持会正向影响组织承诺、工
作投入、工作满意度及工作业绩，减少感知压力、离职（或离职意向）以及退缩行为（如：迟到、旷工等） ［４１］。

自我一致性理论提出，个体对于自身价值感的认知受到所在组织中与他人互动的影响。 比如，来自于上

司的支持会提升员工对于工作本身的内在控制感，他人（如同事）的支持与尊重程度会提升员工自我价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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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这些都会内化员工的自我评估［１２］。 为了能与更高水平的自我价值感保持一致，员工会积极参与到更

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如：投入创新过程），并追求更有价值感的工作绩效（如：创新）。 另外，在面对工作困难时

来自于上司的信息共享及同事建议等实质性的支持，让员工有机会获取更多的相关资源与信息［４２］，这些也会

强化核心自我评价对创新过程投入的积极影响，促进员工创造力。 而与之相对应，如果员工感知的工作社会

支持较低，则意味着员工很难从组织当中获取积极的人际互动能量来提升自我价值感知。 Ｋｏｒｍａｎ 提出，个体

更倾向于保持自我认知的一致性（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而不总是想要“自我提升”（ｓｅｌｆ⁃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达成更高的绩效

目标［１２］。 当员工的自我价值感知较低时，通常会倾向于更为保守地选择低难度的例行工作内容［１２］，而缺乏

动力去尝试高强度的工作目标（如：创新）。 甚至于当个体业绩高于自身感知的能力，他们会试图降低业绩以

保持与自我能力感知的一致性［４３］。 因此，出于自我认知一致性的需求，低工作社会支持感知的员工可能缺乏

创新投入的动力与勇气。 或者说，这些员工核心自我评价对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则很难被强化，并抑制了员

工创造力的产生。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工作社会支持调节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创新过程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工作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核

心自我评价对创新过程投入的作用越强。
Ｈ４：工作社会支持调节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工作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核心

自我评价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越强。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创新过程投入中介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对员

工创造力的影响。 具体来讲，当感知到高工作社会支持时，员工核心自我评价对于创造力的正向影响通过创

新过程投入进行了传导；与之相反，针对低工作社会支持的员工，由于其核心自我评价对创新过程投入的影响

很难被强化，因而他们的创造力也相应地难以发生显著变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创新过程投入中介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社会支持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理论模型

研究设计

１、研究样本

数据采集于国内某大型工业制造企业，在企业行政部门的人员协助下，研究者使用企业人员信息数据库

（包括部门、直属上司及人口统计信息等）进行抽样及数据的配对编号。 在上司－员工配对数据的采集过程

中，为了尽可能减少被试的心理顾虑，降低测量误差，采用了较严谨的控制措施。 具体包括：（１）为了保证匿

名，在发放问卷前预先将已编码的所有问卷及礼品装入信封，在封口处粘贴双面胶并注明“请您将填好的问

卷放回信封并进行密封”；（２）在问卷作答的指导语中向参与本研究的志愿者承诺，相关数据信息将被严格管

理，只作为学术研究之用；（３）问卷回收之后第一时间交予研究者，由研究人员独立完成数据录入与分析。
为尽量避免同源偏差（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本研究采用了上司－员工配对样本，分 ３ 个时点采集了

上司与下属员工两个来源的数据。 本研究随机挑选了 ９１ 个团队收集数据，发放上司问卷 ９１ 份，员工问卷 ４７６
份，其中每位上司匹配 ３～６ 位直接下属。 时点 １ 的调查主要面向员工，采集了员工的个人背景信息（包括性

别、年龄、工作年限和教育背景）、核心自我评价和工作社会支持；时点 １ 的调研完成一个月后，面向员工进行

了时点 ２ 的调研，采集了员工的创新过程投入；时点 ２ 的调研结束一个月后，面向领导进行了时点 ３ 的调研，
采集了上司的背景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和教育背景）及由上司评价的员工创造力。 全部问卷回收

之后，剔除了无法配对问卷和作答不认真的问卷（如：题项有大量的评估遗漏），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包含 ７７
个上司及配对的 ２９５ 位下属员工。 上司与下属员工的有效回收率分别达到 ８４. ６％和 ６２. ０％。

２９５ 位有效员工样本当中，男性占 ７０. ８％，２６～ ３５ 岁占比最高（５４. ９％），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４９. ８％，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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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时长为 １０. ４６ 年。 ７７ 位上司当中，男性占 ８５. ７％，３６ ～ ５５ 岁占比最高（７１. ４％），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５３. ０％，平均任职时长为 １５. １４ 年。
２、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的效度及信度，本研究通过 ３ 个方面来进行控制：（１）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已经公开发表

在国际期刊的原始量表；（２）由 ３ 位此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完成了翻译－回译的过程，以保证测评工具的翻译准

确；（３）在正式进行数据收集前，先邀请了企业内 １ 位上司和直接下属的 ３ 位员工进行了预测试，并根据预测

试者的反馈对问卷的语义表达进行了修订，以确保被试对题项理解准确。 预测试的问卷没有包含在最终的正

式样本中。 核心量表基于 Ｌｉｋｅｒｔ－５ 进行评价，１ 为“非常不同意”，５ 为“非常同意”。
核心自我评价（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ＳＥ）：采用 Ｊｕｄｇｅ 等编制的单维度 １２ 个题项的量表［１４］，由员工提供评

价。 示例问题如“我相信我能获得成功”等。 此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１０。
工作社会支持（ｊｏ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ＪＳＳ）：采用 Ｖａｎ Ｙｐｅｒｅｎ 和 Ｈａｇｅｄｏｏｒｎ 编制的单维度 ４ 个题项的量表［４０］，

由员工提供评价。 示例问题如“当工作中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可以依靠我的同事”。 此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

数为 ０. ７２０。
创新过程投入（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ＰＥ）：采用 Ｚｈａｎｇ 和 Ｂａｒｔｏｌ 编制的 ３ 个维度 １１ 个题项的量

表［９］，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 其中问题识别有 ３ 个题项，示例问题如“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了解问题的本

质”；信息搜集与编码有 ３ 个题项，示例问题如“我从多种渠道搜集信息”；创意形成有 ５ 个题项，示例问题如

“在我做出最终决策前，我会对同一问题提出多种解决方案”。 此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２５。
员工创造力（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采用 Ｚｈｏｕ 和 Ｇｅｏｒｇｅ 的 １３ 个题项的量表［４４］，由上司提供评价。 示例问题如“该

员工提出提高产品 ／服务质量的新方法”。 此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５７。
控制变量：现有研究表明，员工的背景变量（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教育程度）可能会影响员工的创造力，

因此本文控制了这些员工背景变量。 同时，由于本研究中的员工创造力是一名上司评价 ３～６ 名员工，为了减

少上司评价的组间差异，本文也同时控制了上司相关背景变量（年龄、性别、工作年限、教育程度）。

数据分析与检验

１、嵌套效应分析

本研究为上司－员工配对的数据样本，其中，“员工创造力”由每位上司评价 ３～６ 位下属员工，这可能会产

生嵌套效应（ｎｅｓ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基于此，本文首先使用 ＡＮＯＶＡ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方差分析）对其进行检验，结
果表明，不同团队的上司对员工创造力的评价偏好存在组间差异（Ｆ ＝ ３. ９２，ｐ＞０. ０１），可能会导致研究的结果

偏误。 因此，虽然此研究理论模型所有的核心变量都在个体层次，但因为需要考虑上司评价偏好的组间差异

（每位上司评价 ３～６ 名员工），采用软件 Ｍｐｌｕｓ７. ４ 的多层次路径分析法对主要假设进行检验［４５］。 此方法可

在检验假设的同时控制上司的相关背景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及教育程度），从而降低上司个体偏

好对评估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２、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鉴于本研究中的核心变量“核心自我评价”“工作社会支持”和“创新过程投入”均采用员工自我评估的

方式收集，这种同一来源的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误。 为了减少同源偏误的影响，本研究采取多种措施。
首先，在设计问卷时采用了题目意义隐匿法（不在问卷上显示变量名称或研究目的等信息），以尽可能保证被

试评估的真实性。 另外，问卷由上司和员工分别在不同的时点作答，并在作答后及时密封，以保证填答结果只

提供给学术研究所用。
本文分别采用了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法和控制潜在方法因子的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首先，采用了 Ｈａｒｍａｎ 单

因子法。 具体来说，本文通过 ＳＰＳＳ２６. ０ 对员工报告的所有题目进行因子分析，有 ５ 个特征根大于 １ 的公因子，累
计可解释方差为 ６２. １７％，其中未旋转的最大单一公因子所解释的变异为 ３０. ２９％，占总方差的 ４８. ７２％。 这表明

不存在单一因子解释大部分方差的情况。 其次，根据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等的建议，研究者使用了控制潜在方法因子的方

法［４６］。 在保持基准模型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加入了一个潜在方法因子对所有题项进行预测。 结果显示，加入方

法学因子后单一因素最大变异值为 ３. ２７％，小于临界要求 ２５％。
　 　 ３、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ＡＭＯＳ２４. ０ 对关键变量进行 ＣＦＡ 检验的结果列在表 １ 中。 表 １ 显示原假设的四因子模型吻

合得比较好（χ２ ＝ １４１４. ５５，ｄｆ＝ ７３４，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５６，ＣＦＩ ＝ ０. ９０７，ＴＬＩ ＝ ０. ９０１），而且四因子模型要显著地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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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模型的拟合优度，这表明此研究中的核心变量区分效度较好。
表 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零模型ａ ８０８６. ３８ ７８０ １０. ３７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８
四因子模型ｂ １４１４. ５５ ７３４ １. ９２７ ０. ９０１ ０. ９０７ ０. ０５６
三因子模型ｃ １６８１. ９３ ７３７ ２. ２８２ ０. ８６３ ０. ８７１ ０. ０６６
二因子模型ｄ ２９０５. ２１ ７３９ ３. ９３１ ０. ６８７ ０. ７０４ ０. １００
单因子模型ｅ ４３３７. ７８ ７４０ ５. ８６２ ０. ４８１ ０. ５０９ ０. １２９

注：ｎ＝ ２９５，ａ 在零模型中，所有题项之间没有关系；ｂ 四因子模型是本研究的原假设模型；ｃ 在三因子模型中，核心自我评价和工作社会支持合并

为一个潜在因子；ｄ 在二因子模型中，核心自我评价、创新过程投入和工作社会支持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ｅ 在单因子模型中，所有项目归属于同

一个潜在因子。

４、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２ 总结了变量的平均值、方差以及相关系数。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到，核心自我评价与创新过程投入（ ｒ ＝
０. ２９４，ｐ＜０. ０１）以及员工创造力（ ｒ＝ ０. ３３３，ｐ＜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创新过程投入与员工创造力呈现出显著正

相关（ ｒ＝ ０. ３９１，ｐ＜０. ０１）；工作社会支持与员工创造力（ ｒ ＝ ０. ２３６，ｐ＜０. ０１）及创新过程投入（ ｒ ＝ ０. １６７，ｐ＜
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

表 ２　 主要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 员工性别

２ 员工年龄 －０. ０２８
３ 员工教育程度 －０. ０２８ －０. ３７２∗∗

４ 员工工作年限 －０. ０２４ ０. ７４６∗∗ －０. ３１２∗∗

５ 上司性别 ０. １８４∗∗ －０. １７９∗∗ －０. ０１０ －０. １５４∗∗

６ 上司年龄 －０. ０４１ ０. １４１∗ －０. ２２０∗∗ ０. ２１６∗∗ ０. ００９
７ 上司教育程度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６
８ 上司工作年限 －０. １３１∗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０ ０. １９５∗∗ ０. ００７ ０. ５９８∗∗ －０. １２４∗

９ 核心自我评价 －０. ０６１ －０. ０４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５ ０. ０３６ －０. １２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４ （０. ９１０）
１０ 工作社会支持 ０. ０１２ －０. １１３ ０. １３２∗ －０. １２４∗ －０. ０４５ －０. １４２∗ ０. ０１９ －０. １３２∗ ０. ０４４ （０. ７２０）
１１ 创新过程投入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６４ ０. ０４２ ０. １０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３ ０. ２９４∗∗ ０. １６７∗∗ （０. ９２５）
１２ 员工创造力 －０. １０２ －０. ０８７ ０. ２０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９６ ０. １１６∗ ０. ０３７ ０. ３３３∗∗ ０. ２３６∗∗ ０. ３９１∗∗ （０. ９５７）
平均值（Ｍ） ０. ２９２ ３４. ７６６ ２. ４４１ １０. ４６１ ０. １５３ ３９. ６６４ ２. ６５１ １５. １３６ ３. ８１３ ３. ６８５ ３. ５４８ ３. ５２９
标准差（ＳＤ） ０. ４５５ ７. ７９７ ０. ７６２ ７. ８３０ ０. ３６０ ５. ６５７ ０. ７５４ ６. ８６５ ０. ５０６ ０. ５４０ ０. ５４９ ０. ５８９

注：∗∗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５；性别：“０”－男，“１”－女；教育程度：“１”－高中或以下，“２” －大专，“３” －本科，“４” －硕士，“５” －博士；变量 ５ ～ ８ 是团队层

级，Ｎ＝ ７７；其他的变量为个体层级，ｎ＝ ２９５。

５、假设检验分析

本文使用多水平路径分析来检验研究假设模型。 其中，所有假设相关核心变量都在个体层面，同时个体

层面还控制了员工年龄、性别、工作年限及教育程度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另外，为了降低上司评价偏好的影

响，在团队层面也控制了上司年龄、性别、工作年限及教育程度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在对个体层面变量做组

均值中心化处理（ｇｒｏｕｐ ｍｅ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以及对团队层面变量做总体均值中心化处理的基础上，变量间的影响

关系如图 ２ 所示。
在图 ２ 当中，员工核心自我评价正向预测员工创造力（β ＝ ０. １５４，ｐ＜０. ０１），Ｈ１ 得到支持。 核心自我评价

与创新过程投入为显著正向关系（β＝ ０. ２３４，ｐ＜０. ０１），创新过程投入与员工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β ＝ ０. ３５４，
ｐ＜０. ０１）。为了进一步估计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本文采用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等推荐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程序（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复制＝ ２００００ 次）来进行检验［４７］。 结果显示，核心自我评价通过创新过程投入影响员工创造力的间接效

应值为 ０. ０８６，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 ０３１，０. １４２］，不包括 ０。 因此，Ｈ２ 得到支持。
如图 ２ 所示，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创新过程投入（β ＝ ０. ２１４，ｐ＜０. ０１）和员工创造力

（β＝ ０. １４７，ｐ＜０. ０５）的影响显著，说明工作社会支持分别调节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创新过程投入、员工创造力

的关系。 Ｈ３ 与 Ｈ４ 得到支持。 为进一步解释调节效应的关系，按照 Ｓｔｏｎｅ 和 Ｈｏｌｌｅｎｂｅｃｋ 的建议［４８］，分别以高 ／
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绘制了不同工作社会支持时，核心自我评价对创新过程投入及员工创造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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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示意图（见图 ３、图 ４）。

注：∗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 出于简洁清晰的原因，本研究只呈现了全模型的主要路径系数（非标准化解），控制变量到因变量员

工创造力路径系数在 ９５％置信区间内显著的有：员工教育水平与员工创造力（γ＝ ０. １６２，ｐ＜０. ０５）。

图 ２　 模型路径分析示意图

图 ３　 工作社会支持在核心自我评价与创新

过程投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图 ４　 工作社会支持在核心自我评价与员工

创造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本文根据 Ｂａｕｅｒ 等的建议检验被中介的调节效应［４９］。 结果显示，即当工作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创新过

程投入在核心自我评价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为 ０. １０３（９５％：ＬＬＣＩ ＝ ０. ０４０，ＵＬＣＩ ＝
０. １６６）；当工作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中介作用依然显著，间接效应为 ０. ０７ （９５％：ＬＬＣＩ ＝ ０. ０２０，ＵＬＣＩ ＝
０. １１９）。 其组间差异为 ０. ０３４（９５％：ＬＬＣＩ＝ ０. ０１０，ＵＬＣＩ＝ ０. ０５７），不包含 ０。 因此，Ｈ５ 得到数据支持，说明创

新过程投入中介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结论与启示

１、研究结论

此研究的目的是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结合个体特质与组织情境的交互视角，分析核心自我评价如何影

响员工的创造力，以及创新过程投入和工作社会支持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基于多时点、多源的研究设计，采用

Ｍｐｌｕｓ７. ４ 软件进行路径分析的结果表明：（１）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正向的影响；（２）创新过程投入

在核心自我评价和员工的创造力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３）工作社会支持调节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创新过程投

入以及员工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工作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核心自我评价对创新过程投入以及员工创造

力的促进作用越强；（４）创新过程投入中介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社会支持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员工创造力的

正向影响。
２、理论意义

首先，提供了研究员工创造力的新视角。 不同于以往创造力成分理论、创新四要素理论、双元理论等视

角［４］，本研究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从理论上分析核心自我评价会对员工创造力产生直接及间接的影响，并
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 此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宽泛而稳定的自我价值评估是创造力的显著预测前因。 当员

工“觉得自己行”（有高的核心自我评价），出于保持与自我感知一致性的需求，会积极参与有挑战的工作任务

（如：创新过程投入），促进创造力提升。 此研究源于个体自我价值感知探讨了创造力的形成机理，为创造力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其次，扩展了核心自我评价影响后果的实证研究范围。 核心自我评价的构念的提出是为了寻求影响个体

工作满意的人格特质［５０］。 后续的研究逐渐扩展到核心自我评价如何影响员工的职业成功、职业认同、组织承

诺、薪酬等，但在创新和创造力方面还少有关注。 虽然创新成分理论曾提出，人格特质变量可能会影响个体在



２５０　　 管理评论 第 ３４ 卷

创新活动中的参与程度［５１］，但实证分析仍非常有限［４］。 少量核心自我评价与创造力的相关研究，多从内在动

机的角度进行辨析［５２，５３］。 本文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的分析与实证结果，为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造力的影

响机制探索提供了有益补充。
最后，检验了工作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虽然之前研究发现组织内外的人际互动会影响员工创造力，如：

领导行为（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上司支持（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等，但国内外文献中都少有学者在创造力的研究中将上

司和同事的作用进行整合分析［４，１５］。 由于工作社会支持代表了员工感知的来自于同事与上司的总体人际互

动水平，是一个整合的感知组织支持的构念。 因此，此构念可以更全面地代表员工在组织中感知的他人支持，
作为组织情境变量来探讨调节机制时，很可能有更完整、更显著的解释能力。 实证的结果也表明，工作社会支

持不但强化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创新过程投入的关系，还显著强化了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３、实践意义

首先，实证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造力的直接影响具有实践意义。 由于核心自我评价是宽泛的、基本的

个体对自我价值的感知，具有相对持久性和稳定性［５４］，因此组织可以通过人格测试等形式招聘或甄选出高核

心自我评价的员工来增强创造力。 通常来说，高核心自我评价员工对自我有较高的预期，倾向于挑战更有价

值的高难度任务；而低核心自我评价员工由于自我预期不高，更愿意从事相对而言风险低的日常任务［５５］。 本

研究的实证结果也表明，觉得自己行（高核心自我评价）会显著预测员工的创造力。
其次，要充分重视创新过程投入对创造力提升的价值。 对于在职员工而言，通过招聘及甄选等方式提升

员工创造力可能并不太适用。 但多项实证研究都表明，创新过程投入对于员工创造力的提升具有直接的正向

影响，而创新过程投入是组织可以进行直接干预的。 比如：可建立企业的知识库［５６］。 知识是企业创新活动的

基础［５７］，企业的知识库可帮助员工在进行问题识别时，获得更多类似的、可以借鉴的示例，从而降低问题识别

的难度和风险，提高问题识别的准确性。 另外，在信息的搜集与编码等方面，除了帮助员工借力于企业的知识

库之外，组织也可以考虑提供更多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信息检索及加工的培训。 相关培训不但会有助于在职员

工提升工作效率，还能鼓励员工建立胜任高难度任务的自信。
最后，不能忽略员工与上司和同事的人际互动。 结合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虽然觉得自己行（高核心自我

评价）对于创造力提升有直接以及间接（通过创新过程投入）的促进作用，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作用都受到

了工作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也就是说，来自于上司和同事的支持在此过程中（包括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都强化了影响效果。 这说明觉得自己行很重要，但如果能够得到组织中积极的人际支持，对于提升员工创造

力而言则是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此研究成果也呼应了关于创造力产生机制的研究不能只关注领导对于员工

创新或创造力的影响。 在社会情境方面，员工与组织内外的重要他人（如：同事、顾客）的人际互动也有其不

可替代的价值［４］。
４、研究的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本研究仅从个体自我一致性的理论视角，探讨核心自我评价通过创新过程投入对创造力的影响，未
来研究可基于相关理论机制，进一步探索员工核心自我评价影响创造力的其他解释机制。 比如，由于创新本

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需要高层管理者更多的支持，以及更为包容和学习导向的环境［４］。 当员工有较强的

心理安全感时，会解除后顾之忧而参与创新活动。 相关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价较高的个体会更加正向评价

环境因素，更倾向看到机会而不是困难［２０］。 因此，结合心理安全氛围感知（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５８］及核心自我评价内涵，高自我期待［５９］ 或高核心自我评价的员工很可能对于组织安全氛围的评价更

为积极，勇于克服困难并提升在工作中的创造力。 也就是说，心理安全氛围感知很可能会中介核心自我评价

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第二，本研究的数据主要采集于同属某制造业集团的 ３ 家子公司，行业及岗位都有局限性，因此研究结论

的外部效度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建议有兴趣的学者在后续的研究中可检验不同的行业或岗位差异。 比如，如
果样本来自于从事财务等工作规范性要求较高的岗位，即使有较高的自我价值评估，在进行工作方法和流程

等的改进时，也会更加谨慎。 另外，出于简洁性的目的，本文没有将员工岗位进行控制。 然而，员工个体的创

造力很可能受到其岗位差异性的影响。 对此，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尽可能弥补这一遗憾。
第三，从理论上讲，核心自我评价也并不是越高越好，对于自我的价值认知如果远高于实际的能力水平，

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有学者提出，过高的自我价值感评估非常接近自恋（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当个体过

分沉浸于自我肯定的状态，很可能会影响绩效表现［６０］。 然而，如何能确定个体的自我价值评估是适当准确

的？ 在探求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机制时是否需要参考他人对员工的能力评价？ 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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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３０（７）：１６２⁃１７２

［６０］　 Ｊｕｄｇｅ Ｔ． Ａ．， Ｌｅｐｉｎｅ Ｊ． Ａ．， Ｒｉｃｈ Ｂ． Ｌ． Ｌｏｖｉｎｇ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ｌｆ⁃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ａｓｋ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９１（４）：７６２⁃７７６

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ｕ Ｘｉａｎｇｆａｎ１， Ｃｈｅｎ Ｙｕｎ２， Ｙａｎ Ｒｏｎｇ３ ａｎｄ Ｇｕａｎ Ｈａｏｇｕａｎｇ４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１２；
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１２；

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ＥＩＢ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２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ｈｏｗ 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ｆｒｏｍ ７７ ｗｏｒｋ ｔｅａｍ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ｄｏｍｅｓ⁃
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２９５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ａ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ｏｕ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１） 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ｏ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３） Ｊｏ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ｗｈ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ｈｉｇｈ ｊｏ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ｌｏｗ ｏｎｅ． （４）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